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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深刻变革，相应的在组织形 

态和领导过程也发生了变化。本研究选取中国有代表性的企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6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627 份。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数字领导力、工作繁荣、员工创造 

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正相关；2) 数字领导力与工作繁荣

正相关；3) 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正相关；4) 工作繁荣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发挥中

介作用。通过对研究结果的总结和提炼，为今后奠定了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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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digital era,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the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leadership processes 

have also changed. In this study, 627 Chinese employees were selected f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leadership, thriving 

at work,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 creativity, 2) E-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riving at work, 3) Thriving at work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4) Thriving at work mediates between E-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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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rough the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E-Leadership, Employee Creativity, Thriving at Work

引言

	 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互联的可能性，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环

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进一步增强，网络办公、远程学习也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  

在企业管理领域，组织开展利益链接和市场开拓的方式也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变化的核

心力量便是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简称 (ICT) 的发展，可以

说，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人们工作和创造价值的方式。在中国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领导力是否成为了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因素之一，数字领导力又是如何

影响员工的创造力，以及如何通过提升数字领导力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这些都是学者们试图

探索以及要解决的新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探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的关 

系，通过深度访谈开展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探索，对访谈内容进行质化的分析，进

而开展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实现检验假设与模型验证的目的。探讨领导者在与信息技术互动的

过程中，如何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有效改变了领导结构在内的组织运行，使得组织中的领导过

程中实现姿态转换，提升员工创造力，以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转。

文献综述

	 从宏观的分析层面，目前学者们对数字领导力的探讨集中在个体和组织两个维度上，涵盖 

的领域有教育、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但切入的微观视角不尽相同，主要分散在领导者特质  

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互动、情境及领导力作用机制等方面。

	 数字领导力的界定始于 2000 年，自美国学者 Avolio (2000) 首次提出了 E-Leadership 这一概 

念仅过去 20 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数字领导力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Avolio (2000) 学者认为“AIT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改变了领导结构在内的组织结构，使得组织中的领导过程不得

不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转；此外，在与信息技术互动的过程中，领导者的 

态度、能力等传统特质也影响了组织是否以及如何应用 AIT”，他将这一领导领域的新变化定义为  

E-Leadership，即“在信息技术中介下，促使个体、团体及组织在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及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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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面发生变化的社会影响过程”。作为与信息化伴生的领导力研究，已有关于数字化和领导力 

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数字领导力的概念内涵及结构维度，如数字领导力的不同 

维度研究 (Zigurs, 2003)，数字治理 (Li, 2020)、数字领导力矩阵分析 (Ju, 2021)；二是数字技术对领 

导力的影响研究，比如信息技术使领导者与追随者在情感交流与沟通方面面临的挑战研究  

(Kahai, 2012)；性别、自我效能与互联网相关的外向性对数字领导力影响的研究 (Jackson et al., 

2003)；三是数字化情境下领导力的影响，此类研究有数字化领导者与下属的研究 (Avolio & Kahai,  

2003)，数字化导师制的研究 (Hamilton & Scandura, 2003)，领导与虚拟团队的研究 (Cascio 

& Shurygailo, 2003)。研究的领域除了在工商管理领域，更多的发生在教育领域 (Sathithada &  

Niramitchainont, 2019) 和公共治理领域 (Yudha & Susanto, 2019)。

	 本文结合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境，将数字领导力定义为：数字时代背景下，领导者运用

信息技术等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和方法，促使个体、团体及组织在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及绩

效方面发生变化的能力及其影响过程。同时，本研究采用 Roman et al. (2018) 开发的量表，该量 

表包含了数字社会、数字沟通、数字团队、数字变革、数字技术、数字信任共计 6 个维度，该量 

表的内在一致性达到 CFI（比较拟合指数）为 0.95，模型拟合度较好。

	 员工创造力就是指个体在工作环境中，提出新颖的、有用的、具有突破性的想法、产品及

服务,能够有效的改善组织绩效 (Amabile et al., 1996)。按照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观点，创造性

人人皆有。目前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典型个体特征因素包括人格特征、认知风格、内在动机、知

识、自我效能和角色认同等都可以影响创造力，个体的创造力包括有关领域的技能、有关创造 

性的技能和工作动机三个成分。本文使用 Scott 和 Bruce (1994) 开发的 6 个题项的量表来进行员工 

创造力的测量。

	 工作繁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医学领域，学者 Verdery (1995) 和 Bergland 和 Kirkevold (2001)  

等关于“无法繁荣”的概念，主要是指人的健康状态非常糟糕。心理学领域的学者 (Joseph & Linley,  

2008) 和 Saakvitne et al. (2010) 则把繁荣定义为积极成长的心理层面，且它包括个体存活的同时  

还包括了个体的成长。Spreitzer et al. (2005) 通过对多个领域的文献整理分析以及大量的定量研究

基础上，首次对工作繁荣 (Thriving at Work) 的概念进行了归纳总结，把工作繁荣的维度分为活 

力和学习，其中，活力维度是指员工工作过程中表现的热情的、积极的状态；学习维度是指员 

工的一种能力，一种获取知识以及利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中国学者从 2012 年才开始对工作繁

荣进行研究，Shi et al. (2015) 研究了工作繁荣的生成机制，Zhou et al. (2017) 研究发现，包容型领 

导各个维度对员工在工作中的学习和活力体验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使用 Porath et al.  

(2012) 开发的两个维度量表来测量工作繁荣，量表共计 10 题，两个维度分别是学习和活力各 5 题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2 和 0.8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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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开展数字领导力的相 

关研究。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是在吸收了归因理论、决策制定理论、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学习理

论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它认为复杂模糊的社会环境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包 

括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对社会环境中信息的处理与理解影响人的态度与行为，二是在环境不确 

定性的调节机制方面，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强了人对社会环境提供信息的依赖 (Pfeffer & Salancik, 

1978)，社会环境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信息，个体通过对社会信息进行编译和解读后，形成

对社会环境中信息的处理与理解影响人的态度与行为。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文献梳理和数据分析的理论基础下，展开问卷设计和调查问卷发放及收集  

本研究通过使用 SPSS 25.0 软件对信效度、描述性统计、相关性、中介调节等进行分析。本研究

涵盖了中国信息通讯技术行业及大型国企等多家企业人员，采用网络问卷发放的形式,涉及企业

有易点天下、中电投、中建、华为、阿里等。共发放问卷 650 份，收集问卷 627 份，有效问卷达 

到 96.4%。问卷设计时，选取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任职时长及与主管

领导共事时间对进行假设检验结果汇总与讨论。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是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

拟将学习目标导向作为中介变量，并且通过对企业员工开展深度访谈，寻找相关因素的控制变

量，探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构建一个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理的解

释框架。 

	 1.	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

	 	 信息技术媒介增强了领导力发挥的便利性与效果，数字领导力对个体创造力也具 

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具备数字领导力的企业领导更注重员工的能力发展和个人成长，也更强调对

虚拟团队的建设和发展 (Li, 2020)。 倡导推动的企业文化的数字化变革、组织的平台化赋能，各 

种信息和知识变得更有形可见和易于分享，员工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参与性。从而，这为员工

创新能力的开发、挖掘和利用提供了平台，有利于员工的创新能力发展和工作绩效的提升。与

此同时，数字领导者在虚拟环境中能够更轻松的改变领导风格以匹配控制机制，进而影响下属

创造力，促进员工创新行为。

	 	 因此，我们发现数字领导力有可能成为员工创造力的前因变量，数字领导力包含的领导

者数字化素养、数字化沟通、数字化激励以及数字化的任务推行有可能使个体在态度情感、思

维、行为方面发生变化。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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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数字领导力与工作繁荣的关系

		  Spreitzer et al. (2005) 提出工作繁荣的社会嵌入模型，指出自主决策、广泛的信息共

享、信任和尊重氛围对员工工作繁荣有影响，而领导又在营造这种组织情境（氛围）上起到直 

接驱动作用。Chen (2015) 研究创业型领导中的人文关怀维度能影响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员工的 

学习。Zhang et al. (2015) 发现威权领导喜欢控制团队内的重要信息，对隐形知识共享有负面效应  

影响了员工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很可能影响员工工作繁荣。

	 	 数字化背景下领导者对于数字化的理解，呈现的数字化素养、数字化沟通方式  

数字化激励手段和数字化任务的推行，都深刻的影响着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不同领导风格对于

员工的工作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广泛的信息共享、信任和尊重氛围对员工工作繁荣有影响  

同时领导也会通过追随者的模仿行为使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发生相应的改变。故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数字领导力与工作繁荣正相关。

	 3.	 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

	 	 当员工个体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中时，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精力水平和情绪都呈 

现积极的表现，主动性学习的愿望强烈，并愿意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和进行知识分享，整体呈现

出积极向上的活力氛围，能够展现出更多亲社会的行为，容易获得工作中的信心，从而激发员

工的创造力。Spreitzer et al. (2005) 研究发现工作繁荣的员工通常会有积极的表现，且能够密切关 

注他人，发现他人的需要，并与之合作。Porath et al. (2012) 的研究还表明，与工作繁荣水平低的 

员工相比，工作繁荣水平高的员工对组织忠诚度高出 32%，工作满意度高出 46%，同时还发现  

工作繁荣水平高的员工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Carmeli 和 Spreitzer (2011) 发现在组织中  

信心对员工工作繁荣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连通性来实现的，信心度越高，员工的工作繁荣越强  

进而也能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3：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正相关。

	 4.	 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

	 	 信息技术能带来更大程度的透明性，这会影响人们怎样看待自己的领导者和同事  

(Kahai, 2012)，在与领导者交流畅通的情况下，追随者更易形成与该领导者相同的决策风格。同

时，员工通过感受外部管理环境的变化，感受到领导者数字化的沟通、任务和激励的具体行为  

而激发其内在动机，增强提升个人能力的倾向，积极开展任务的学习和掌握。工作繁荣内在地

驱使个体寻找更多的经历和以提高胜任力为目标的工作任务来增长知识技能 (Bandura,1997)，最 

终达到学习新技能的目的倾向。员工更愿把困难当作机遇，通过各种机会与方式习得新知识和

提高新技能，因而更易在知识共享中拓展新思维和激发新思想。数字化激励和数字化沟通，使

领导者为员工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因而他们在工作中积极性更高，更愿意主动学习并在工作中

提升个人能力，与团队其他成员积极互动 (Van de Wall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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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认为工作繁荣可能在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

		  H4：工作繁荣在数字领导力促进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研究模型

图 1 研究模型

研究结果

	 量表信效度检验 

	 本次研究中各变量的测量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759-0.854 范围内，信度可以接受  

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9，信度较好。各量表的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除工 

作繁荣外（两个测量维度，KMO 值固定为 0.500），数字领导力、主动性人格、员工创新行为

等量表的 KMO 值均在 0.7 以上，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均在 0.01 的显著性上显著，这充分说明 

本文研究所制作的量表在信度以及效度上都是非常可靠的。

表 1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量表
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

测量维度
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

测量问项 KMO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数字领导力 0.963

数字沟通 0.77 2

0.940
4354.098 15 0.000

数字社交 0.82 3

数字团队 0.771 2

数字变革 0.82 3

数字技术 0.759 2

数字信任 0.821 3

工作繁荣 0.919
学习潜能 0.841 4 0.500 0861.255 1 0.000

活力潜能 0.854 4

员工创造力 0.919 - - 6 0.925 2450.728 1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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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性分析 

	 通过线性相关分析得出，对各变量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所有变量之间均存在非常 

明显的一致性的发展。如表所示，数字领导力和主动性人格、工作繁荣、员工创造力之间显著 

正相关 (r  =  0.443,p<0.01；r  =  0.540,p<0.01；r  =  0.543,p<0.01；r  =  0.629,p<0.01)，主动性人格与工作 

繁荣、员工创造力显著正相关 (r = 0.490,p<0.01；r = 0.481,p<0.01)；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显著正 

相关 (r = 0.509,p<0.01)。见表 2。

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性别 1

年龄 0.018 1

学历 -0.059 -.087** 1

工作年限 0.079* 0.480** -0.007 1

共事时间 0.065 0.543** -0.034 -0.863** 1

数字领导力 0.048 -.104** -0.228** -0.059 -0.058* 1

工作繁荣 0.003 -.122** -0.304** -0.050 -0.076* 0.540** 1

员工创造力 0.012 -.102** -0.266** - -.086* -.079* 0.543** 0.509** 1

注：1-8 分别代表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共事时间数字领导力、工作繁荣、员工创造力。**. 在 0.01 级别

   （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假设检验 

	 本研究需要验证 4 项假设是否成立，假设分别为：H1：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正相关  

H2：数字领导力与工作繁荣正相关；H3：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正相关；H4：工作繁荣中介了数字 

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1.	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检验

	 	 通过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回归分析，验证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在模

型 M1 中模型 R² 为 0.301，调整 R² 为 0.289，F 统计量为 24.115 (P<0.01)，模型显著。模型 M2  

在 M1 基础上加入变量数字领导力后，模型的 R² 为 0.368，调整 R² 为 0.356，R² 变化量为 0.067 

(P<0.01)，加入数字领导力后的模型 M2 对员工创造力的信息解释量为 35.6%，较模型 M1 的解释

能力有显著性的增强，F 统计量为 29.827 (P<0.01)，模型 M2 依然显著。在模型 M2 中数字领导力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310，P<0.01，数字领导力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假设 H1 得到了验证  

主要数据分析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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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的回归分析

变量
因变量：员工创造力

M1 M2

控制变量

常量   6.772** 4.671**

性别 0.032** 0.013**

年龄 0.024** 0.023**

学历 0.066** 0.059**

工作年限 -0.275** -0.196**

与领导共事时间 0.035** 0.024**

自变量 数字领导力 0.310**

模型拟合参数

R² 0.301** 0.368**

调整 R² 0.289** 0.356**

F 24.115** 29.827**

R² 变化量 - 0.067**

DW - 1.856**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

	 2.	 数字领导力与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检验

	 	 通过数据回归分析，验证了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通过层次回归分析  

在模型 M3 中模型 R² 为 0.37，调整 R² 为 0.359，F 统计量为 32.864 (P<0.01)，模型显著。模型 M4 在  

M3 基础上加入变量数字领导力后，模型的 R² 为 0.418，调整 R² 为 0.407，R² 变化量为 0.048 

(P<0.01)，加入数字领导力后的模型 M4 对工作繁荣的信息解释量为 41.8%，较模型 M3 的解释

能力有显著性的增强，F 统计量为 36.807 (P<0.01)，模型 M4 依然显著。数字领导力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 0.263，P<0.01，数字领导力正向影响工作繁荣，假设 H2：数字领导力与工作繁荣

正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

表 4 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的回归分析

变量
因变量：工作繁荣

M3 M4

控制变量

常量 6.741** 5.125**

性别 0.014** -0.002**

年龄 0.021** 0.020**

学历 0.084** 0.078**

工作年限 -0.174** -0.108**

与领导共事时间 -0.038** -0.047**

自变量 数字领导力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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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因变量：工作繁荣

M3 M4

模型拟合参数

R² 0.370** 0.418**

调整 R² 0.359** 0.407**

F 32.864** 36.807**

R² 变化量 - 0.048**

DW - 1.984**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

	 3.	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检验

	 	 在模型 M5 中工作繁荣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234，P<0.01，工作繁荣正向影响员工 

创造力，假设 H3 得到了验证。另外控制变量中，工作类型和工作年限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工 

作身份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为研究假设证明假设 H3，工作繁荣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回归分析  

模型 M1 中纳入控制基本特征变量，M5 在 M1 的基础上纳入工作繁荣。控制变量中工作类型和 

工作年限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工作身份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其他控制变量对员工创造力影 

响不显著。

表 5 工作繁荣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
因变量：员工创造力

M1 M5

控制变量

常量 6.772** 5.033**

性别 0.032** 0.028**

年龄 0.024** 0.019**

学历 0.066** 0.046**

工作年限 -0.275** -0.234**

与领导共事时间 0.035** 0.044**

自变量 工作繁荣 0.234**

模型拟合参数

R² 0.301** 0.336**

调整 R² 0.289** 0.323**

F 24.115** 25.868**

R² 变化量 - 0.034**

DW - 1.890**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

表 4 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的回归分析（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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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工作繁荣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研究假设证明假设  H4，工作繁荣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中介作用研究思路，第一步研究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结果为 M2，第二步研究

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结果为 M4，第三步研究数字领导力、工作繁荣对员工创造力的

共同影响，结果为 M6，各模型均控制了人体特征变量的影响。

表 6 工作繁荣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变量
因变量：工作繁荣 因变量：员工创造力

M3 M4 M1 M2 M6

控制变量

常量 6.741** 5.125** 6.772** 4.671** 3.791**

性别 0.014** -0.002** 0.032** 0.013** 0.013**

年龄 0.021** 0.020** 0.024** 0.023** 0.020**

学历 0.084** 0.078** 0.066** 0.059** 0.047**

工作年限 -0.174** -0.108** -0.275** -0.196** -0.180**

共事时间 -0.038** -0.047** 0.035** 0.024** 0.032**

自变量 数字领导力 0.263** 0.310** 0.269**

中介变量 工作繁荣 0.156**

模型
拟合参数

R² 0.370** 0.418** 0.301** 0.368** 0.382**

调整 R² 0.359** 0.407** 0.289** 0.356** 0.369**

F 32.864** 36.807** 24.115** 29.827** 29.19**

R² 变化量 - 0.048** - 0.067** 0.014**

DW - 1.984** - 1.856** 1.852**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

	 	 从模型 M1-M4 和上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了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员工创造力有正

向影响，下面主要研究数字领导力、工作繁荣同时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结果 M6 所示，在 

模型 M2 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工作繁荣后, M6 中模型 R² 为 0.382，调整 R² 为 0.369，F 统计量 

为 29.190 (P<0.01)，模型显著。模型 M6 较模型 M2 的 R² 变化量为 0.014，P<0.01，模型解释能 

力有显著性增加。模型中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性因子 VIF 均低于 5，DW 值为 1.852  

模型整体拟合较好。

	 	 数字领导力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 (β = 0.269, P<0.01)，工作繁荣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  

(β = 0.263, P<0.01)，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同时成立，证明了工作繁荣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

力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6 成立。

	 	 进一步通过  Process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为 

0.263，工作繁荣对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为 0.156，得出中介效应值为 0.041,95% CI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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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0.090]，区间不包含 0，中介作用成立，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的总效应为 0.310，直接 

效应为 0.269，a 和 b 显著，则直接效应 c，显著，且 a*b 与 c，同号，则为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占比为 13.23%。

表 7 工作繁荣中介效应的检验

中介路径 c 总效应 a b a*b 中介效应
a*b 

(95% BootCI)
C’ 直接效应

数字领导力→工作

繁荣→员工创造力

0.31 0.263 0.156 0.041 [0.014, 0.090] 0.269

结论 效应占比计算公式 效应占比

部分中介 a * b / c 13.23%

讨论 

	 数字领导力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领导者的数字领导力水平越高，对于员 

工创造能力的促进力度就越大，越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Roman et al. (2018) 的“SEC 模型” 中提 

到的，数字领导力是虚拟的，是在组织管理中一种重要且独特的能力，可以导致更有效的组织

运作。从创造力发生的过程看，也正是如此，个体在领导者利用新技术推动组织进行变革的过

程中，员工个体敢于对前人的观点和思想提出质疑与挑战，而且敢于超越他人和自己，在创造

过程中遇到困难也能够积极应对，可以坚持不懈地从事创造性工作并获得创造性成果，从而有

利于创造力提升。

	 数字领导力对工作繁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领导力对员工的工作

繁荣程度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即领导者的数字领导力水平越高，对于员工工作繁荣的促进力

度就越大，越能激发员工在工作中的学习潜能和活力。在与领导者频繁的数字化社交互动中，

领导者与员工都不断的澄清工作的目标及任务，增进相互间的理解，达成共识。这便使员工更

加具有工作的愿望和成长的期许，增强其工作的活力，进而更愿意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

	 工作繁荣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工作年限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也就是

随着员工作年限的增加员工的创造力会降低。当员工处于繁荣状态时，不仅会表现出更多的

组织公民行为，同样会表现出更多的适应性行为，如职业发展主动性和同事间相互支持行为  

这使得员工更容易在工作中得到放松，更容易面对困难和挑战，不惧怕挑战性行为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促进员工对工作问题的持久地关注和积极地投入，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获得持久的积

极行为。

	 工作繁荣中介了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并成正比关系。具有较高数字领导能力的领

导者对员工的影响更加积极，更能够促使员工沉浸在工作中，更加专注于工作本身，探索实现

工作发展的新技术，而领导者也通过数字领导力所传递的信息，影响着员工对工作形成积极探

索的态度，并作出勇于创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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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的是翻译的成熟量表进行测量，经过翻译并回译后，根据管理学和心理学专

家的建议进行了修订后进行的使用，但不能回避，这种问卷的使用依然是有文化差异的存在  

尤其是每个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同，组织使用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及数字化管理的发展阶段也

不尽相同，从而对数字领导力的理解并不相同，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管理情境中，文化背景上

的理解偏差客观存在，基于中国文化情境下的数字领导力量表的制定和测量是未来可以研究的

内容，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数字领导力与员工创造力的研究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基于员工自评的结果，与纵向研 

究相比，本研究选取的是一个时间段内的数据，属于一次性收集，在数据的说服力上相对较弱  

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跨时间段的数据收集，同时也可以采用配对数据等方式来进行数据收集  

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未来可以持续探索新型的企业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训方

式、人力资源构成，以确保在数字化时代既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又可以避免数字化带来的焦虑  

紧张及耗竭，使员工实现幸福工作，乐于创新，对组织充满责任和归属，增强组织的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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